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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报纸之有副刊，人们一般认为最早是1897年11月24日随报附送的上海英商中文报纸《字

林沪报》的附张《消闲报》[1]。从这个阶段起，一直到五四时期，报纸副刊的重要性逐渐显现。最初其

作用主要是在正张缺乏稿件时来补充版面，所以在当时就被老百姓称为“报屁股”、“报尾巴”，一般报

纸也大多称其附张为“杂俎”、“馀兴”（或“余兴”）。因此，长久以来报纸副刊在报馆自身的文化角色

定位中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后来报馆方面却发现这些不起眼的“报屁股”受到了日益崛起的知

识阶层和市民社会的欢迎，它的娱乐性、针对性、即时性都是吸引普罗大众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报馆

来说发展副刊、尤其是文艺副刊就变成了扩大经营的极好手段。张静庐就指出：“副刊如编辑得法，

辅助报纸的销行之力甚大，因容易受一般青年学子所欢迎，往往为了一份副刊而订阅一份报纸，这事

情是很多的。”[2]至于为什么副刊会比正张更受到大家的欢迎，还与当时报纸正张千篇一律的编辑惯

习、因循守旧的编辑作风有关。张静庐曾指出：“至于上海的报馆，则向来只知道剪裁外埠的报纸，或

新闻社同性质的新闻的供给，除了外埠的特约通信员之外，更无所谓外勤记者。所以如果你细心的

把各种报纸比较着看，往往使你惊异地发觉他们大同小异，有时竟至完全相同！本埠的新闻，采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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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上海报纸副刊由于受到营业化思潮的影响，副刊整

体在思想趣味和文化品格上呈现出媚俗化的不良倾向。《时事新报》副刊《报馀丛载》就是在

这种历史生态和演变逻辑的影响下首倡黑幕文化。黑幕文化的恶性发展在破坏社会文化

生态的同时，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弄潮儿、进步读者乃至北洋政府的普遍批判和制裁。《时

事新报》为了挽回危局，在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的带领下，创办了我国现代第一个学术性文化

副刊——《学灯》，裁撤了以黑幕文化为特色的《报馀丛载》。这不但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影响日益壮大，已经渗透到了报纸文艺副刊，而且也反映出研究系知识分子在新的文化潮

流下应时而变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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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字林沪报》创刊于1883年。

[2]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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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社和访员的，外埠的新闻，剪裁外埠的报纸，这几乎是各报馆所一成不变的新闻编辑法！”[1]正是由

于报纸正张大家都大同小异，于是利用副刊的差异性来相互竞争以扩大经营就成为了特定历史语境

下的必然。

一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

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2]可见，当时报纸的官化和营业化是民国早年两种不良

的倾向。姚公鹤曾说，“俨藉报纸为党争之利器，则愈演愈进，愈况愈下，举全埠（指上海，笔者注）报

纸而能脱离此漩涡者，已不数数见矣。……有鉴于中国之党争，凡著名之报无一不落党阱。”[3]1916年
袁世凯称帝败亡之后，以往政党色彩鲜明的上海报业转而出现了一股政治色彩褪色、“营业化”色彩

激增的潮流。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中提到《时事新报》时说：“初为研究系所经营之机关报，后乃竭

力设法脱离窠臼，改为营业性质”；在谈到《中华新报》时也说其“为政学系之机关，近亦注意于营业”；

在谈到《新申报》时又说：“其出版之初，乃与申报之纠葛有关系，后略渗入临时的政治性质，势力当然

与申报相差远甚，但现在在竭力改进中，颇注意于营业。”谢六逸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处于资本主义

的时代，新闻受了经济势力的影响，它脱离政治羁绊，变成一种产业，这是当然的发展。”[4]但是，在上

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报界对营业化过度追求的倾向导致了副刊整体精神层次和思想水准的堕

落。报纸的营业化本来是正常的，不但可以摆脱沦为“拿津贴”、政党团体附庸的先例，而且可以壮大

自身经济实力，进而扩充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就是在这样一股为了注重经济效益而转为“营业化”

的时代文化风潮中，报界经营者由于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反而“为营业所化”。于是，在上海这个资本

主义买办文化与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畸形交织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追逐读者的低级趣味以增加报

纸的经济收入并扩大其社会影响就成了许多报社老板和副刊编辑者所信守的教条、圭臬。京沪各地

报纸普遍出现了因为过度注重营业化而导致的“大报小报化”之倾向。

在这种经营理念的影响下，报纸副刊生态变得异常恶劣。新闻史家张静庐在回顾当年的历史状

况时曾说：“从前无论京沪和各地的新闻纸，其报尾所登的小品文字，上海人所谓的‘报屁股’，都是登

些红男绿女的小说和笔记，甚至于引人入迷的鬼怪神话，和诱人作恶的黑幕秘诀。”[5]在1919年出版的

《新闻学》一书中，中国早期新闻学学者徐宝璜也指出了中国报纸副刊界的“非道德化”倾向，他说：

“吾国报纸……为迎合社会心理以推广销路起见，于副张中或附印小报，登载‘花国新闻’，香艳诗词，

导淫小说，及某某之艳史等案件。且有广收妓竂之广告并登妓女之照片，为其招徕生意者。是不惟

不提倡道德，反暗示阅者以不道德之事。既损本身之价值，亦失阅者之信任，因阅者将渐视其为一种

消闲品耳。此于记者之道德，亦大有关系。因迎合社会，乃贱者之所为，与敲诈同为不德也。”[6]不光

是报纸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当时严峻的形势，甚至有敏锐的读者也注意到了副刊整体精神层面的堕

落，“至若征歌选舞，侈谈声色，淫词浪墨，满幅淋漓，或揭个人之黑幕，或肆不经之谈，揣其用意，亦无

非欲迎合一般堕落社会之心理，以广其销路而已。嗟夫，此等报纸，其造孽于社会者，岂可衡量计

哉？”[7]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显然更是认识到了新闻界的堕落和这种现象的必然联系。1919
年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今日中国之新闻界》中抨击了北京副刊界因为逢迎读者的低级

[1][5]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32页，第32页。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3]参见方汉奇、王润泽主编：《民国新闻史料汇编（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初版，第180页。

[4]陈江、陈庚初编：《谢六逸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68页。

[6]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7]王璋：《为今日报界进一言》（自日本来稿），《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19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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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而呈现出“非道德”的现状，他说：“我所说的新闻界没有道德，一件就是‘逢社会之恶’。他国的

新闻界是开导社会的，我国新闻界是逢迎社会的，真真可叹！近来社会不愿意有世界眼光，新闻记者

也就不谈国外的事；社会不学好，新闻记者就绝口不谈学问；社会喜欢欺诈作恶，新闻记者就去搜辑

许多小新闻，来做他们的参考；社会淫乐，新闻记者就去微访无数花界伶界的消息，来备他们的遗

忘。这番话不是我言之过甚，乃是实在有的。两年以来，更发达了北京的报纸，除了小报几十种不计

外，其余大报之后，也纷纷增设评花评戏的附张。”[1]1919年10月1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面登载了

蔡元培在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也谈及新闻界、副刊界的病态，“吾国新闻，于正张

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或且附印小报，特辟花国新闻等栏；且

广收妓竂之广告。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2]蔡元培看法可贵之

处在于指出了当时报纸正张与副刊之间在文化境界、道德水准上的差异与错位。

上述几则材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新文化运动积极分子与进步学者从新闻从业人员在拜

金观念影响下道德的堕落、精神的萎缩方面入手，为当时的报纸所开列的病状。这当然是不错的，但

是还有一层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决不能忽视，那就是中国幼稚的新闻界的组织人事体制、运作体制和

新闻栏编辑习惯对这种现象的出现也要负相当的责任。同时，报纸正张的社会新闻栏对副刊品格的

堕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当时国内的新闻界在副刊上自毁品格、贻害社会固然不错，但

是他认为“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的说法显然也值得商榷。副刊整体的堕落，甚至所谓

“黑幕文化”之起源与报纸正张社会新闻栏的腐朽及其对报纸副刊的渗透紧密相关。

张静庐在《中国的新闻记者》一书中谈到了当时上海报馆的组织结构，他把记者分为内勤记者和

外勤记者，其中内勤记者又分为总主笔、总编辑、电信编辑、外省新闻编辑、地方新闻编辑、本地新闻

编辑、社会新闻编辑、教育新闻编辑、文艺编辑、游艺编辑、商业经济编辑等11种。他在社会新闻编辑

一栏下所作解释如下：“社会新闻编辑——所谓社会新闻者，是专记盗贼奸拐婚姻以及家庭等等琐

事，以示区别于国际政治新闻而言。社会新闻名称是否确当，固尚有讨论的余地，但这名词差不多已

为一般人所惯用，且别无相当替代的名词，故此处仍称之为‘社会新闻’。我国报纸之注重社会新闻

者，以北京的社会日报为首创，其后北京各报相继仿行，其新闻的来源，得诸侦缉队公安局者有之，得

诸临时新闻记者（详见外勤记者与访员节）的投稿者有之。……上海首先注重这类新闻者为时报，现

在则各大报均开辟专栏刊载，而时事新报尤为偏重，较之北京各报，可说是‘青出于蓝’了。”[3]至于社

会新闻栏内的主要内容，谢六逸在1929年5月26日第8卷22期的《文学周报》上发表《上海各报社会

栏记者养成所学则》一文中将上海报纸的社会新闻栏进行归纳，调侃式地将其分为强奸式、虫豸入女

尸式、怪胎式、捕盗式、婚礼式、学者归国式、死尸展览，此为“必修科目”，另有枪毙罪犯式、学校始业

休业式、主仆私奔式为“选修科目”。从以上记述中不难看出当时社会新闻栏的自身定位、编辑方法、

写作风格和内容分类等方面的特色。

而这种出现在社会新闻栏中的丑恶现象与上海报馆流行的访员制度有很大关系。对此深有感

触的张静庐指出：“……在上海，外勤记者与访员，的确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所处的地位与工作，可说

是绝不相同。外勤记者是受雇于一报馆或一新闻社，而尽力所及去采访各种新闻，新闻所从发生的

区域和机关，是没有限定的，新闻的性质也是非常庞杂，不能规定的，而访员则不然，访员是占据了一

个机关或一区地域，在这一机关（例如租界的临时法院）和一区域（例如闸北或南市）内，一日间所发

生的新闻，全由该访员自行记述，分钞若干份，送给各报馆，而取得各报馆的稿费。……其所记述的

新闻，则大都属于火警盗贼奸拐等事，而记述的方法，又刻板不移，文辞似通非通，事实囫囵吞枣，不

[1]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新闻界》，《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

[2]蔡元培：《蔡元培校长在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开会词》，《北京大学日刊》第228号，1919年10月16日。

[3]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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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甚解，更谈不到记载的详尽确实，而报馆的编辑者又往往因为足不出户的关系，对于社会上一切鬼

魅魍魉的黑幕，世态人情的变化，茫然不知，所以在访员们所供给的新闻里，最多只略略地加以审阅

或修饰，甚至一字不易地便编入各版的新闻内。于是时常在报端发现不情不实的新闻，似是而非的

新闻，欺骗大多数的读者。在混过一时间之后，社会上多数的读者，对此种颠倒错乱的新闻，渐感不

信任，遂不得不于未读报纸之前，先在心里存了一种成见，就是读某种新闻要用某种方法，而后始不

受报纸的欺骗。这将使报纸的信用丧失到何种程度啊！……访员之得在上海盘踞一地域与一机关

而包办新闻，这差不多已是上海自有新闻纸以来之积习，什么人都不能把这种恶势力打倒。”[1]“当时

（作者注：指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时期）对于新闻的采访，选择，都没有十分的用力，因此造成了封

建式的访员制度，竟为新闻纸改革的一个大障碍。”[2]张静庐从社会新闻栏从业者的组织构成、行为作

风和职业特色出发来分析访员制度的历史源流与影响，对我们在人事组织方面去理解那个时代报纸

正张社会新闻栏之堕落有着重要的帮助。

正是由于以访员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新闻栏胡编乱造，根本上背离了新闻最基本的要素——真

实，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对报纸社会功用极为看重的梁启超对这一“公器”的变质极

为痛心。1917年1月12日，梁启超在北京安庆会馆对北京报界发表演讲《对报界之演说》，其中批判

了中国新闻纸的虚假和捏造之风，他说：“报纸为社会之缩影，社会之事事物物，无不影射于报纸，欲

知社会之真相者，须于报纸中求之，此定例也。中国之报纸则不然，虚虚实实，令人迷离恍惚，不可辨

别，无以名之。……中国之社会固不良，然尚不若报纸上之海市蜃楼，不可端倪。报纸上之社会，与

实际上之社会，成为两截，此亦奇异之现象也。”[3]

那么，为何报纸社会新闻栏会发生此种转向而与以文化、艺术为特征的副刊发生关系呢？张静

庐认为使用文学艺术手法来编辑社会新闻是受到读者欢迎的，“如奸拐盗窃杀人自杀恋爱离婚等事，

凡从前为报馆编辑所不注意者，亦即所谓访员所供给的死的刻板的琐闻，现在都用小说记事的方法，

原原本本，详为记述委婉曲折，几与短篇的侦探或恋爱小说无异，为一般读者所欢迎。”[4]而张竞生在

20年代初也提出对报界“美的新闻纸”的要求：“夫新闻纸所载社会纪事，与政治军事等，全在主笔有

史才，把他做成有系统起来，而又加以艺术的妙笔，使社会枯燥的事情，一变而为极兴趣的材

料。……今日新闻界常把至有趣的事情，用了一种极枯燥的‘电报式’写出来，仅使人觉得无味。例

如死囚（常有极重要的人物在内）的纪载，仅会抄官厅一纸通告了事。其在外国则将死囚在监生活及

往刑场时状态及其心理，详详细细的登载出来，使人觉得津津有味。因为‘极刑’乃人生至重大的事

而为社会之变态者，人人皆有注意之必要与喜看之趋向。”[5]在张竞生看来，这样艺术化的社会新闻栏

是“美的新闻纸”，是主编所谓“史才”的体现，于是才有把记载“社会之变态者”之新闻“做成有系统起

来，而又加以艺术的妙笔”的必要，张静庐也指出当时的编辑作法“用小说记事的方法”的目的，不过

是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变态的需要而已[6]。鲁迅在三十年代评论阮玲玉之死而作《论“人言可畏”》一

文，批评的虽然是三十年代上海的报纸文化，可同样适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报纸生态。他说：

“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

[1][2]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纸》，〔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36-38页，第105页。

[3]梁启超：《对报界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1917年3月15日。又见夏晓红辑录《〈饮冰室合集〉集外

文（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5页。

[4]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版，第83页。

[5]张竞生：《美的新闻纸》，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216页。

[6]有新闻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使一般人的反帝国主义的注意，转而他向。于是社会琐事，成为民众

流行的谈话，民族意识就无形的消灭了”。参见樊仲云《中国新闻事业的危机》，李锦华、李仲诚《新闻言论集》，广州新

启明印务有限公司1932年版，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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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

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

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

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然而中国的习惯，这些句子是摇笔即来，不假

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1]之所以在报

纸上会有这样的文学描写，历来关注“国民性改造”的鲁迅认为“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

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小市民读者）化几个铜圆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很上算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报馆在营业化观念影响下报纸正张社会新闻栏的“艺术化”倾向的历

史逻辑，而报纸副刊将已经“艺术化”的社会新闻栏纳入其怀又是多么的理所当然！而社会新闻栏

“艺术化”的恶性发展则直接导致了黑幕文化在报纸副刊栏内的流行。

二

黑幕文化、礼拜六派的产生与发展与报纸副刊在营业化追求的宗旨下的堕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而黑幕文化则又进一步严重地干扰和损害了社会文化生态、报纸副刊的健全发展。而它的兴起

和退潮都与《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密切相关。

罗家伦在写于1918年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说起黑幕在“前清末年已经有一点萌蘖。待民国

四年上海《时事新报》征求《中国黑幕》之后，此风遂以大开。现在变本加厉，几乎弥漫全国小说界的

统治区域了”！东生在《封建势力在报纸上》一文中也指出，“然而最不通的是所谓社会新闻，上海的

小报，因为专记载私人的隐事，或者造谣以敲竹杠，是给人认为下流无耻者之所为的，……大报的编

辑，知道迎合社会的丑恶心理，有这样的效果；于是自时事新报作俑于前，其他报纸，亦俱先后抽出奸

杀恋爱绑票的事件，加以动人的标题，名曰社会新闻。……但是这种小报化的现象，一般报馆的编

辑，方自以为革新，那里知道这是报纸的堕落！”[2]

1916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在其当时的副刊《报馀丛载》（主持者为编辑钱生可）上开辟“上海

黑幕”栏目，并且大肆征集所谓的黑幕材料。这在上海的报纸副刊界尚是首次！胡适在1918年创作

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认为这是“最下流”的做法，也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当时《时事

新报》副刊《报馀丛载》充斥着大量的所谓黑幕小说，社会上也流行着诸如《上海黑幕》、《中国黑幕大

观》等黑幕作品，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乌烟瘴气、黑暗之极。

1918年3月1日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出版了路滨生编辑的《中国黑幕大观》正续集，鸳鸯蝴蝶派文

人王钝根在该书的序言中极力褒扬黑幕，他说：“黑幕者，摘奸发覆之笔记也。某报社创之于先，各书

肆继之于后。惟某报社之黑幕，纪事囿于一隅，而各书肆所出之黑幕，内容又未必尽佳。于是有路滨

孙者，奋袂而起，手编中国黑幕大观四巨册，都百万言。自比燃犀铸鼎，奸魅无遁形矣。”[3]又说：“然则

主人之辑为是书，不啻为黑暗社会建设无数灯塔，作奸者不敢尝试，涉世者知所趋避，百余万言之福音，

有功于世道人心者甚大。黑幕既除，神州遂旦，古人不欺暗室之风，或者复见于今世乎！”[4]而事实上，

这类黑幕书籍中大量充斥着色情、龌龊的变态描写和极端腐朽的思想倾向。叶楚伧直指黑幕文化之

敛财真相，他说：“黑幕二字，今已成一诲淫诲盗之假名。当此二字初发见于某报时，小凤奉之若神

明，以为得此慈悲广大教主，将地狱现状，一一揭布，必能令众生目骇心惊，见而自戒。及见其渐近于猥

亵，则喟然叹曰：洪水之祸发于此矣。果也，响应者，春芽怒发，彼亦一黑幕，此亦一黑幕，……夫开男盗

[1]鲁迅：《论“人言可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

[2]东生：《封建势力在报纸上》，转引自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6页。

[3][4]王钝根：《中国黑幕大观·序》，转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

206页，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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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娼之函授学堂，则直曰开男盗女娼之函授学堂耳；卖淫书则直曰卖淫书耳，而必曰宣布黑幕也。”[1]

正在崛起的新文学界，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谓“黑幕文化”对文学、社会的严重危害，旗帜鲜明地抵

制这种不道德的游戏文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黑幕小说”与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

“谴责小说”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他说：“此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

前数书，而甚不逮，……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

为‘黑幕小说’。”[2]周作人则先后在《每周评论》、《新青年》上相继发表了《论“黑幕”》和《再论“黑幕”》，

条分缕析地驳斥了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要求为黑幕正名的呼声，最后他断定：“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

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

一文钱’。”[3]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就封建文人游戏文学的观念发表评论说：“……小

说家本着他们‘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

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4]批判不可谓不尖锐。针对报界的乱象，就连跟《时事新报》关系紧

密的梁启超也批评道：“余以为第一须用力者，万不可迎合社会，必须出全力矫正社会。”[5]

甚至北洋政府方面也注意到了社会上流行的黑幕小说、奇情小说、浪史奇观等书籍、图画、报纸

广告对新闻报纸和社会大众的精神危害。1916年10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发现北京城内流行猥

亵图书书籍，呼吁教育部予以取缔，教育部请求内务部设法查禁猥亵图书书籍，以维持风气。当月内

务部下令严行取缔该类书籍；同年11月，内务部又下令严禁奇情小说和浪史奇观之类书籍；同年12
月，内务部再次下令劝诫各新闻报纸自律，以维护社会风气。1918年9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再

次发出公开信，劝诫报界“勿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信中说：“（黑幕文字）核其内容，无非造作暧昧之

事实，揭橥欺诈之行为。名为托讽，实违本旨。况复辞多附会，有乖写实之义；语涉猥亵，不免诲淫之

讥。此类之书，六部社会，将使儇薄者视诈骗为常事，谨愿者畏人类如恶魔。”“本吾国文学之价值，勿

逞一时之兴会，勿贪微薄之盈利。”[6]我们知道，报纸、书籍出版与整个文化环境、文化生态是血脉相

连、息息相关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互动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是需要各个组成

部分的健康发展才可以实现的，否则，局部的癌细胞就可以染遍整个健康的肌体。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政府高压、学界反对、社会侧目的现实环境下，《时事新报》面临多大的危

机！1917年，已经厌倦了议会政治斗争的研究系学者张东荪接替北上的张君劢主持《时事新报》，严

峻的形势逼迫他开始着手《时事新报》及其副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

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1918年3月4日在张东荪、潘公弼等人的主持下创刊了“五四”四大副刊之

一《学灯》，这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出现的学术性副刊，其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不言而喻！民国

报人袁昶超在《中国报业小史》中对《学灯》出现之意义评价很高，“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后，若干著名报

纸已增加副刊，介绍新时代的新思潮，讨论新社会的新问题，比诸单纯讲求兴趣的资料，较有重大的

价值，而副刊的地位亦因此而提高。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上海时事新报已增‘学灯’副刊，目的在‘促

进教育灌输文化’，始创于民国七年三月三日，初由张东荪主编，迨五四运动之后，‘学灯’由宗白华主

编。……自此以后，副刊成为我国报纸的一种专栏，差不多没有一张报纸不设副刊，而其性质也有多

种，俾适合各种读者的程度。除学术、文艺而外，还有教育、科学、艺术、电影、小说、戏剧、妇女、儿童

[1]转引自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95页。

[3]仲密（周作人）：《再论“黑幕”》，《新青年》第六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4]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7号，1922年7月。

[5]夏晓红辑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5页。

[6]转引自严家炎：《史余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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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图画等副刊，含有颇浓厚的杂志色彩。”[1]又说：“时事新报又曾于七年三月四日发刊‘学灯’副

刊，……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2]评价可谓极高。

台湾学者赖光临在《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曾说：“时事新报最大的革新，是在潘公弼主持时期，

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他提出‘全盘业务平衡发展’方案。开辟副刊《学灯》，和报端长评声求气

应，增加声势。并着手改革新闻部门和附张。时事新报的附张称‘报馀’，曾刊登《上海的黑幕》，连续二

三年，受社会注目。只是风格和长评不调和，因将‘报馀’改名为‘青光’[3]，标榜高尚的幽默。”[4]我们知

道，一个副刊，就如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舞台固然重要，他的舞伴更加重要。如果把《学灯》比作是

一个演员的话，那么《时事新报》就是它的舞台，而他的舞伴就是《时事新报》的其他副刊。张东荪、潘公

弼等人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舞台，来改造并组合演员”。文艺副刊到底能不能跟“报端长评声求气

应”、是不是跟“长评相调和”、是不是“全盘平衡发展”，这才是当时时事新报馆主事者在栏目取舍、编

辑改革等方面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显而易见，在生意和原则面前，时事新报馆是有自己长远考虑的。

我们知道，《学灯》是由以往的栏目“教育界”改造而来的。而在它诞生的同时，《时事新报》上还

有其他的副刊存在，首倡黑幕的编辑钱生可负责的《报馀丛载》就是原本老牌的《时事新报》的副刊。

在《学灯》的第一期版面下，就出现了查禁诲淫小说的政府公文，无疑时事新报社主事者已经觉察到

了黑幕文化的日薄西山，《学灯》的出台就是他们逐渐想与黑幕决裂的第一步。而此时在黑幕首倡者

钱生可主持的《报馀丛载》栏中，仍然大量充斥着粗制滥造的黑幕小说和格调低下的所谓文艺作品，

比如“女学生之黑幕”、“巫医之黑幕”等。但是，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黑幕文化的颓势已经是越来越

鲜明的暴露出来，甚至钱生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1918年11月9日，张东荪和潘公弼终于下定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当日《时事新报》头版

头条刊登了“本报裁撤黑幕栏通告”：“黑幕者，本报本其改良社会之宏愿特创之一种纪实文字也。两

载以还，极承各界赞许，黑幕名词遂卓然成立。而最近各小书肆之投机出版物接踪并起，亦无不各有

其黑幕。试就各报广告栏而一计之，不下百十种之多。以表面言，本报创之于前，各书肆继之于后，

我道不孤，不可谓非极盛。而孰知有大谬不然者，此类效颦之黑幕虽至多，试逐一按其内容，诲淫者

有之，攻人隐私者有之，罪恶昭著，人所共见。黑幕二字即其自身之的评，尚何改良社会之有。揆诸

本报始揭黑幕之宗旨，实属背道而驰，诚非本报之所及料也。呜呼，黑幕何辜，遭此荼毒。虽曰黑幕

不负人，人自负黑幕。而本报以自我作俑引咎自责，且认为循是以往假借名义者日多，泾渭不分，或

竟事与愿违，无益而反有害。爰特将本报黑幕一栏即日取消，暂以短篇小说为代。稍缓当别创一种

记载以答爱读本报黑幕诸君殷殷盛意。至于定报赠品，仍赠黑幕乙编全部。特此通告。”[5]好一句“黑

幕不负人，人自负黑幕”就能把自身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了么？不过，毕竟这是时事新报社与黑幕文

化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切割动作。

于此同时，《学灯》的版面在1918年11月12日扩大到了六分之五个版面，在25日，又扩大到了一

个整版。版面扩大的同时，学灯的出版周期也从每周一次，扩大到每周三次。到了1918年12月9日，

开始每天都有《学灯》面世[6]。《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说的，“起初每周一次，5月起每周二次，12月起每

周三次，1919年1月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12月起逐日刊行。”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在11月24日开

始，《学灯》就在每周一三五出版了，每周三次。在1918年12月9日开始，学灯就改为日刊了。《学灯》

从周刊变成三日刊，用了两个月的时间（3月到5月），从三日刊变到两日刊，用了六个月的时间（5月
[1][2]引自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54页，第88页。

[3]此处赖光临描述有误，《青光》迟至1921年11月4日才出刊。

[4]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年版，第70页。

[5]《本报裁撤黑幕栏通告》，《时事新报》，1918年11月9日。

[6]1918年12月15日，在《本报特别通告》中，表示《学灯》要在每周日停刊，改出《泼克》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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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月），而从两日刊到日刊，则只用了15天！是什么原因推动学术性副刊《学灯》如此快速发展呢？

《学灯》成立的时候，正是安福俱乐部成立的时候。徐树铮操纵新国会选举，尤其注意排斥研究

系，“研究系之忠实分子而曾出任旧国会议员者，则另开一单，密令各省区特别注意，不许选出。”[1]虽

然研究系在1918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铩羽而归，但梁启超再一次尝到了先被利用后被抛弃的苦痛。

这次国会选举的失利对梁启超和研究系的打击是致命的，也让他们真正灰心于政治。梁启超在1918
年10月26日回答《申报》记者提问的时候，就指出：“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

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今中止政治生

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2]就在梁启超准备在文化方面有所积极的时候，1918年 11月，欧战终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告终及其结局，对中国知识分子潜在的冲击和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即将赴欧远

行的梁启超与研究系骨干商定了今后在文化、思想界努力的方向，“是晚（1918年12月27日，作者注）

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

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3]在这种“换一个新生命”的憧憬

下，1919年2月4日，也就是《时事新报》春节停刊后再次出版的第一天，在头版头条里出现了一则重

要的启事，“本报学灯栏大扩充”，其中表示：“兹将本栏扩充为两页。其理由有二。一曰小说琐闻。

其目的在有趣。孰意每日阅之。其趣因熟见而不鲜矣。不如不常见之为愈也。故决定移置每星期

日之泼克增刊中。二曰教育新闻。向在要闻栏揭载。非特有时被挤。而且地位有限。不能详尽。

不如移置于学灯。可以自由披露。以此二理由。则学灯不能不扩充也。”[4]就在《学灯》表示要大力扩

充的时候，当日的《报馀丛载》竟然没有了！它已经被《时事新报》彻底裁撤了。

1919年2月5日，这一天在《学灯》的历史上是极其有纪念意义的一天。这天《时事新报》的头版

头条并列着两则启事，其一是昨天的用特大号黑体标题刊印的“本报学灯栏大扩充”的启事，其二是

相形之下落寞很多的“钱生可启事”，作为首创黑幕之《时事新报》老牌副刊《报馀丛载》的主编，钱生

可在启事中说道：“鄙人现已离去时事新报馆特白：再者如有亲朋惠赐函件暂时仍请寄时事新报馆转

交可也。”钱生可的语言虽简单平静，但不难想见曾炙手可热并领一时风骚的钱生可之感伤与无奈。

通过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上海报纸出版界文化生态的描述以及对《时事新报》在这种生

态中种种转变的分析可知，一方面，民初社会“去政治化”之后的舆论环境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条

件让新闻传媒的从业者纷纷都成为了拜金思潮的急先锋，极大地损害了尚处于幼稚期的中国现代新

闻出版、文化传媒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追求；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营业化的风潮中，抑或是在新文化运

动的风潮中，研究系主导的《时事新报》及其副刊都是报刊界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时之圣者”，研

究系一派知识分子作为最早赞助北大新青年一派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力量，他们的参与

本身就让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了一种复调、多样的面貌。对于1919年初研究系的文化转向，北大

新青年一派也是区别对待的，对于研究系主导的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历来认报纸应为文化运

动急先锋的胡适极为欢迎，认为它们是“新文学的机关报”、“中国北方自由主义观念的两个有力的中

心”[5]；但胡适、傅斯年等人对号称要作北大新青年一派“诤友”的张东荪所主导的《时事新报》及其副

刊的文化转向，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怀疑，其实这牵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囿于本

文的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责任编辑：平 啸〕

[1]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8卷，〔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中华民国62年版，第713页。

[2][3]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869页，第874页。

[4]《本报学灯栏大扩充》，《时事新报》1919年2月4日。

[5]胡适：《1919年中国知识分子》，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3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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